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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生态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道路的重要内容，贫困地区广泛开展的生态扶贫实践是以
“两山论”为精髓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高度耦合是中国推进生态

扶贫的现实背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中国实施生态扶贫的内涵要求。中国的生态扶贫实践，路径

多元，模式多样，主要包括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实施生态补偿政策、设置生态公益岗位、发展生态特色产业、

开展易地生态搬迁五种类型。中国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一是与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

平相结合；二是与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结合；三是与促进自然资源保值增值相结合；四是与发展乡村

特色生态产业相结合；五是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相结合；六是与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相结合。２０２０年后，相
对贫困地区的政策导向将由生态扶贫迈向生态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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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生态与消除贫困是２１世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全球治理的核
心议题 。① 中国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国家，最贫困的人口通常生活在生态环境脆弱区域，贫困和

环境问题交叉重叠，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兼顾实现生态保护和缓解贫困双重目标，

中国将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广泛开展生态扶贫实践，将生态扶贫视为能够解决生态脆弱区

域贫困问题的有效手段。生态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道路的重要内容，贫困地区广泛开展的

生态扶贫实践是以“两山论”为精髓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本文回顾梳理生态扶贫的

文献与政策，分析生态扶贫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创新，系统阐述生态扶贫的实践路径，全面总结生态扶

贫的成效经验，并对生态扶贫的未来取向进行展望。

一、生态扶贫的文献述评和政策梳理

（一）生态扶贫的文献述评

生态扶贫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热门研究领域，下面从生态与贫困的关系、生态扶贫的概念、

生态扶贫的路径、生态扶贫的绩效等方面进行文献述评。

关于生态与贫困的关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政府和学术界逐渐关注生态与贫困的关系，并希
望达到生态保护和缓解贫困的平衡。在中国，贫困和环境问题交叉重叠，生态脆弱区７６％的县域是
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７３％（李周等，１９９７）。贫困会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如世界银行报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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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穷人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投资自然资源管理，从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退化”（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９２）。
脆弱的生态环境也会导致贫困的发生，如阿马蒂亚·森（２００１）指出，“资源环境是重要的生计资本，
其退化会导致贫困的发生或贫困程度的加深”。因此，生态与贫困是一种耦合的关系，贫困既是生态

环境脆弱的产物，又会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贫困和生态环境退化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使处

于贫困中的家庭难以跳出贫困陷阱（厉以宁，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０）。贫困是一种人类与自然之间不和谐
的关系，降低了人类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关于生态扶贫的概念。生态扶贫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普遍认可的统一界定。杨文举

（２００２：３６—３８）较早对生态扶贫给出系统阐述，认为“生态扶贫是在既定资源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水
平下，提高贫困户的生态环保意识，通过生态建设和生态产业，使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一

致”。沈茂英等（２０１６：３—８）认为“生态扶贫是在贯彻国家主体功能区制度基础上，以保护和改善贫
困地区生态环境为出发点，以提供生态服务产品为归宿，通过生态建设项目的实施，发展生态产业、构

建多层次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消费体系、培育生态服务消费市场，以促进贫困地区生态系统健康发展

和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实现贫困地区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扶贫模式”。蔡典

雄等认为“生态扶贫是协调生态与贫困的关系，充分利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价值，促进生态系统可

持续发展和实现扶贫效益最大化”（ＣａｉＤＸ等，２０１１：１－７４）。陈甲等（２０１７：３１—３６）给出了相对综
合的概念界定，即“生态扶贫是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从生态产品价值的角度出发，将贫困地区的生态

产品价值转变为农户的生计资本与发展资本，搭建合理的生态资源利用保护体系，形成生态环境保护

与贫困地区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相协调的扶贫方式”。综上所述，生态扶贫是一种基于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扶贫模式，体现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思想，强调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提升与贫困地区生

态改善相结合。

关于生态扶贫的路径。生态扶贫在全国已有广泛的实践基础，各地进行了不同类型的探索（颜

红霞等，２０１７：１４２—１４８；沈茂英，２０１７：４８—５３；甘庭宇，２０１８：４０—４５）。根据２０１８年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等六部委印发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生态扶贫主要包括生态建设扶贫、生态补偿扶贫、生态

产业扶贫、生态就业扶贫、生态移民扶贫等具体路径。雷明（２０１７：８７—９４）认为：“生态扶贫模式可以
分为原地生态扶贫和易地生态扶贫两类，其中原地生态扶贫模式包括特色生态产业、乡村生态旅游、

生态建设三条具体路径。”史玉成（２０１８：１６９—１７６）认为，“生态扶贫是一种多元路径相互补充的制度
体系，生态扶贫的不同路径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总体而言，中国的生态扶贫路径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不断丰富，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路径体系，并不断优化实现机制设计。

关于生态扶贫的绩效。国际上非常重视环境经济政策的减贫效果，通常将缓解贫困视为环境经

济政策的第二目标（ＥｎｇｅｌＳ等，２００８：６６３－６７４）。Ｂｕｌｔｅ等认为将环境经济政策与缓解贫困相联系可
能会导致环境保护效率的降低（ＢｕｌｔｅＥＨ等，２００８：２４５－２５４）。一些学者指出，环境经济政策与缓
解贫困能够协同，但需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Ｐａｇｉｏｌａ等（２００８：２９９—３２５）对尼加拉瓜的退化草场保
护研究发现，环境经济政策有助于缓解贫困，但交易成本是主要障碍。Ｚｉｖｉｎ等（２００８：３５３—３７３）认
为，环境经济政策要有助于缓解贫困，需要与农民的生产有很好的协同效应，其中风险是一个主要障

碍。国内不同学者对具体的生态扶贫路径的减贫绩效进行了评估，胡振通等（２０１５：１８４６—１８５９）对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评估发现“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并不能改善中小牧户的收入，反而加大了牧区牧民

之间的收入差距”，朱烈夫等（２０１８：４２—４８）发现“不同生态补偿形式对不同收入分组的农户家庭收
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体而言，不同的生态扶贫路径的减贫绩效差异明显，兼顾生态保护和

缓解贫困需要进一步优化机制设计和发挥不同生态扶贫路径的协同作用。

（二）生态扶贫的政策梳理

第一，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首次提出了将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的生态扶贫理念。中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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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编制了三个国家层面的扶贫开发规划，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将生态与扶贫相结合始
于２０００年编制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提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扶贫开发必
须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实现资源、人口和环境的良性循环，提高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

第二，从２０１０年开始，中国的生态扶贫已经初步形成了包含生态产业、生态移民、生态补偿、生态
建设等路径的制度体系。２０１０年编制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提出，要“坚持扶
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结合，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在生态产

业方面要“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培植壮大特色支柱产

业，大力推进旅游扶贫”；在生态移民方面要“坚持自愿原则，对生存条件恶劣地区扶贫对象实行易地

扶贫搬迁”；在生态建设方面要“在贫困地区继续实施一系列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在生态补偿方面要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并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力度”。

第三，从２０１５年开始，中国的生态扶贫理念更加清晰、路径更加多元、机制更加优化。２０１５年１１
月２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其
中要“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生态扶贫成为精准扶贫方略的五大脱贫手段之一，重要性更加凸显（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２０１９）。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坚持保护生态，实现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扶贫开发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探索生态脱

贫新路子，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① 在生态扶贫理念上，进一步提出要“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生态扶贫路径上，新增生态就业路径，即“将当地有劳动

能力的部分贫困人口转为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优化生态建设路径，即“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进

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和受益水平”；以及在生态补偿、生态移民、生态产业方面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第四，从２０１８年开始，中国的生态扶贫的制度体系全面建立并制定了三年行动目标。２０１８年１
月２６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精神，充分发挥生态保护在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中的作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林业局、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制定印发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方案要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切实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推

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

设双赢”。方案围绕农民增收、生态改善两大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工作目标，在不同的生态扶贫路径上

提出了量化目标，如组建１．２万个生态建设扶贫专业合作社吸纳１０万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
新增生态管护员岗位４０万个、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带动约１５００万贫困人口增收等。方案总结了参与
生态工程建设、实施生态补偿政策、设置生态公益岗位、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开展易地生态搬迁五条生

态扶贫具体路径并提出了详细的要求。

二、生态扶贫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创新

生态扶贫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有客观的现实背景，在扶贫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理论创新，并展现了

丰富的理论意蕴。

·０７１·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５－１２／０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２０９６３．ｈｔｍ。



（一）生态扶贫的现实背景

中国的贫困地区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空间上高度吻合，深度贫困地区通常也是边境偏远地

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深度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生态保护与农民脱贫致富之间的突出矛盾，农民的生

态保护行为缺乏有效的激励，生态产品的价值难以有效实现，区域的生态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

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缓解贫困相融共赢，对于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生态保护、脱贫攻坚以及乡村

振兴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西北、西南地区为例，该区域既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同时也覆盖了“三区三州”等深度贫

困地区。对比分析西北、西南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和国家级贫困县的重叠情况，如表１所示。
１０个省市中，共有３８６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有５０４个国家级贫困县，既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
县又是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有３２４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中国家级贫困县的比例高达８４％，国
家级贫困县中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的占比为６４％。其中，在青海省和重庆市，所有的重点生态功
能区所在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国家级贫困县都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所

在县。

表１　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和国家级贫困县的比对分析

重点生态功能

区所在县数量
国家级贫困县数量 重叠数量

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中

国家级贫困县的比例（％）
国家级贫困县中重点生态

功能区所在县的比例（％）

重庆 ９ １４ ９ １００ ６４
四川 ５６ ６６ ５１ ９１ ７７
贵州 ４６ ６６ ４１ ８９ ６２
云南 ４６ ８８ ４２ ９１ ４８
西藏 ３６ ７４ ３５ ９７ ４７
陕西 ４３ ５６ ３６ ８４ ６４
甘肃 ４８ ５８ ３６ ７５ ６２
青海 ４１ ４２ ４１ １００ ９８
宁夏 １２ ８ ８ ６７ １００
新疆 ４９ ３２ ２５ ５１ ７８
合计 ３８６ ５０４ ３２４ ８４ ６４

　　数据来源：财政部公布的２０１７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县域名单，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１４年公布的全国
８３２个贫困县名单。

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高度耦合，使得中国的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在区域和目标上存在高度

重叠，实施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有机结合是必然选择，中国的生态扶贫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在不断

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二）生态扶贫的理论创新

第一，中国的生态扶贫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中国生

态扶贫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者，而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２００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提出了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人与自然是互为存在的前提。二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中国生态扶贫理论的形成

指明了方向。１９８７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
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

求的能力，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

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１９９０）。三是绿色增
长理论为中国生态扶贫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绿色增长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提出的，比较权

威的理解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的定义，它认为“绿色增长是指在确保自然资产能够继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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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福提供各种资源和环境服务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① 绿色增长在强调经济和环境协

调发展的同时，还强调通过“改变消费和生产模式完善社会福利、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增加就业并解

决与此相关的资源分配问题”。

第二，中国生态扶贫的理论指引是“两山”理论。早在２００５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担任省委书
记，在安吉县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两山”理论，当时强调，“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

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
讲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７）。这一论述被公认为是总书记对“两山”理论进行的最全面、经
典的一次论述。“两山”理论，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

“两山”理论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浓缩概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

论述的思想内涵，为中国生态扶贫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引。

第三，中国生态扶贫契合了生态产品价值理论。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生态系统服务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主要包括供给服务（提供食物、原料、水等）、文化服务（提供美学景观等）、支持服
务（提供生物多样性、养分循环、土壤保持等）、调节服务（提供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净化环境、水文调

节等）四大功能（赵士洞等，２００７；谢高地等，２０１５：１２４３—１２５４）。按照物品属性，供给服务属于私人
物品，可以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形成可交易的产品，例如发展生态特色种养殖业；文化服务属于俱乐部

物品，可以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实现其价值，例如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属于纯公共

物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价值，只能是通过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例如森林、草原、湿地、耕地等

领域的生态补偿）、政府创建的市场补偿（例如碳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森林覆盖率指标交易

等）、政府购买服务（如生态公益岗位、生态工程建设等）等方式实现。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生态扶

贫实践就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两山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２０１８年４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三、生态扶贫的实践路径

中国的生态扶贫实践，路径多元，模式多样，下面分别从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实施生态补偿政策、

设置生态公益岗位、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开展易地生态搬迁五个方面来总结中国生态扶贫的实现

机制。

（一）参与生态工程建设

中国要求加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在各类重大生态工程项目和资金安排上进一步向贫困

地区倾斜，并且政府投资实施的重大生态工程，必须吸纳一定比例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参与工程

建设，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在贫困地区组建生态建设扶贫专业合作社，让贫困户可以通过参与工程

建设获取劳务报酬。

中国实施了很多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坚持项目资金优先保障深度贫困地区，年度任务优先向深

度贫困地区倾斜。２０１６年以来，在中西部２２个省份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
理、天然林保护、三北等防护林建设、水土保持、石漠化综合治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湿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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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恢复、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综合治理、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中央层面共安

排贫困地区林草资金２０００多亿元。
中国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在贫困地区组建生态建设扶贫专业合作社，让贫困户可以通过参与工

程建设获取劳务报酬。２０１６年以来，新组建２．１万个生态扶贫专业合作社，吸纳１２０万贫困人口参
与生态保护工程建设，增加了贫困人口收入和通过自身劳动改善家乡面貌的幸福感。

（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

生态补偿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２００５年至今，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在中国获
得了快速发展，补偿资金逐年增长、补偿领域逐步拓展、补偿方式逐步多元、补偿机制逐步优化，目前

已覆盖耕地、森林、草原、湿地、流域、海洋等重点领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并积极拓展横向

生态补偿，探索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机制（柳荻等，２０１８：３８０—３９２）。
中国高度重视生态补偿政策的减贫效果。虽然生态补偿是一项环境政策工具，意在提高自然资

源管理效率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但是如果没有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生计改善，生态补偿的生态保护

目标将难以有效实现，因此生态保护目标和缓解贫困目标在生态补偿政策中存在内在一致性。通过

对广泛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的观察发现，生态补偿政策可以有效促进生态保护和缓解贫困的目标协

同，能够为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起到显著作用。

下面分别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三个重点领域，简要介绍中国的生态补偿政策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的典型做法。

一是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中国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实
施，一直延续至今，从分类上属于区域生态补偿，从形式上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财政转移支

付。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在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引导地方

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功能重要地区所在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

保障能力。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补偿依据主要是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１日国务院印发的《全国
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划定。鉴于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

与国家级贫困县高度重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积极引导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功能重要地区所在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能够起到很好的减贫效

果。中国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成熟，支付金额逐年增加，补偿内容不断丰富。支

付金额从２００８年的８０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９年的８１１亿元，１１年增长了９倍多，年均增长２３．４％。补偿
内容不断丰富，根据财政部制定的《２０１９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由五项内容构成，计算公式为：转移支付应补助额＝重点补助＋禁止开发补助＋引导性
补助＋生态护林员补助±绩效考核奖惩资金，２０１９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８１１亿元，其
中重点补助５８３亿元（含三区三州补助４０亿元，其他深度贫困县补助６５亿元），禁止开发补助５５亿
元，引导性补助１２３亿元，生态护林员补助５９亿元。

二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中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实施，一直延续至
今，是指各级政府依法设立用于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资金，重点用于公益林的保护和管

理，中央财政补偿基金的补偿范围是国家级公益林林地。为了促进扩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受益

程度，中国不断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机制，健全各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调动森林保护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政策，推动补偿标准更加科

学合理。２０１０年中央财政将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由每年每亩５元提高到１０
元，２０１３年提高到１５元，２０１９年提高到１６元。２０１５年中央财政将国有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由每
年每亩５元提高到６元，２０１６年提高到８元，２０１７年提高到１０元。云南怒江州优化公益林区划布
局，调整公益比例和结构，新增２００万亩权属为集体的国家级公益林，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２．６４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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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８万人，占怒江州贫困户的６０％以上，人均补偿３１０元／年。
三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中国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实施，一

直延续至今，是中国实施范围最广、投资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农牧民受益最多的一项草原生态保护

政策。该政策以五年为一个补偿周期，第一个补偿周期为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第二个补偿周期为２０１６
年—２０２０年。自２０１１年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来，中央财政资金累计投入１５１４．１亿
元，实施草原禁牧面积１２．０６亿亩、草畜平衡面积２６．０５亿亩，受益牧民达１２００多万户。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政策的主要政策措施是禁牧和草畜平衡，对应两类补偿标准，禁牧补助标准和草畜平衡奖

励标准，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的国家标准分别为６元／亩、１．５元／亩，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分别增加到７．５
元／亩、２．５元／亩，各地参照实际情况制定了差别化的补助标准。青海省在下辖６个州共实施了４类
禁牧补助标准，分别是果洛、玉树州６．４元／亩，海南、海北州１２．３元／亩，黄南州１７．５元／亩，海西州
３．６元／亩。位于青海三江源的玉树州杂多县，禁牧２０２２万亩，平均每亩每年补助５．３０元，草畜平衡
１２３５万亩，每亩每年奖励２．５元，年草原补助奖励资金１３８５８万元，惠及１．１１万户４．８４万人，户均
补偿１．２５万元／年，人均补偿２９００元／年。

（三）设置生态公益岗位

公益岗位扶贫主要是指在贫困地区特别是贫困村庄，设置一批公益岗位，运用政府（社区）购买

服务的理念和方式予以现金或实物补贴，一方面实现贫困人口的就业和增收，另一方面增加当地村庄

的公共服务供给（左停，２０１７：１８—２０）。公益岗位扶贫体现了“以工代赈”“工作换福利”的思想，能够
帮助弱势群体获得社会认同。

生态公益岗位是目前中国公益岗位扶贫实践中实施最广泛、成效最显著的一种类型，在政策层面

主要是称之为“生态护林员”。生态护林员是指在国家级贫困县所在的中西部２２个省（含自治区、直
辖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范围内，由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购买劳务，受聘参加森林、草

原、湿地、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服务的人员。享受中央财政补助的生态护林员选聘范围为集中连片特

殊困难地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及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县（市、区、旗）。从２０１６年
开始到２０１９年底，已累计安排中央财政资金１４０亿元（其中２０１６年２０亿元，２０１７年２５亿元，２０１８
年３５亿元，２０１９年６０亿元），安排省级财政资金２７亿元，选聘１００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
林员，精准带动３００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２０２０年，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新增５亿元，年度资金规
模达到６５亿元，进一步扩大贫困地区生态护林员指标，带动更多的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选聘为生态护林员这一举措，具有显著的脱贫效果。第一，国家支持在

贫困县设置生态公益性岗位，可以让贫困户获得稳定的工资性收入，贫困户的收入水平显著提升。第

二，生态护林员的岗位设置扩充了基层急需的生态保护队伍，织密织牢了生态脆弱区的林草自然资源

保护网，各类破坏林草自然资源的案件明显减少，资源保护力度不断加强。第三，贫困户通过培训提

升了服务技能，实践中还涌现了一批以生态护林员为主体带动的林草大户、产业能手、致富带头人，极

大激发了贫困户依靠就业脱贫的内生动力，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实现了“扶智、扶志、扶

制”的有机结合。

（四）发展生态特色产业

我国鼓励贫困地区依托和发挥生态资源禀赋优势，选择与生态保护紧密结合、市场相对稳定的特

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产业、特色种养业、生态旅游业，将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

优势。引导贫困县拓宽投融资渠道，落实资金整合政策，强化金融保险服务，着力提高特色产业抗风

险能力。培育壮大生态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入股分红、订单帮扶、合作经营、劳动就

业等多种形式，建立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人口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拓宽贫困人口

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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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林草局统计显示，２０１８年中西部２２个省份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４．４万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８％。贫困地区油茶种植面积扩大到６５００万亩，建设林下经济示范基地３７０家，依托森林旅游实
现增收的贫困户达１１０万人，实现户均增收３５００元。怒江州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和气候类型非常
适宜发展特色林下产业，怒江州采用“企业 ＋合作社 ＋基地 ＋农户”的利益联结扶贫模式，积极发展
林药、林菜、林菌、林蜂等近１０万亩特色林下产业，带动２．９３万户、１０．７７万人增收，人均受益１０００
元。贡山县独龙江乡林业资源丰富，自然气候条件适宜种植草果，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乡６个村委会中
有５个村的群众户户种草果、人人有收入，草果面积达６．８万亩，产量达１００４吨，产值约７４３万元，草
果种植户仅草果一项人均纯收入就达３０００元以上。独龙江峡谷保留着完好的原始生态环境，独特
的峡谷、高山草甸为主体的风景资源，神秘的人文景观，资源呈多样性且品质优，景观资源独具特色，

生态旅游前景广阔。

（五）开展易地生态搬迁

易地生态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策性强，难度大。在一些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

通水、通路、通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贫困人口很难实现就地脱贫，需要实施易地搬迁，以摆脱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我国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对居住在生态

核心区的居民实施生态搬迁，恢复迁出区原始生态环境，帮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当前，我国已经有９６０多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
境。青海省在８个市（州）、３８个县（市、区）、２６６个乡（镇）、１２４９个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搬迁
安置农牧民群众５．２万户、２０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３．３万户、１１．８９万人。怒江州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８年建档立卡搬迁规模为３２８５６人，建设６２个集中安置点、９个分散安置点，通过构建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培训就业体系、后续产业发展体系、宣传文化服务体系、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体系，着力做

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实现稳得住、能致富。

四、生态扶贫的成效经验

贫困地区广泛开展的生态扶贫实践紧紧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民脱贫致富”两大目标，促进

生态保护和缓解贫困相融共赢，成效显著，经验丰富。

（一）生态扶贫的成效

中国的生态扶贫实践，成效显著，既稳步增加了贫困农牧民的收入，也显著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

还在提升农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提高贫困地区乡村治理水平等方面起

到了积极作用。

第一，稳步增加了贫困农牧民的收入。通过实施一系列生态扶贫政策措施，从多个方面显著增加

了贫困农牧民的收入。农牧民通过参与生态补偿政策可以增加转移性收入，通过参与生态公益性岗

位可以获得工资性收入，通过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可以获取劳务报酬，通过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可以增加

经营性收入。在青海三江源的玉树州杂多县，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所有牧民户均补

偿１．２５万元／年，人均补偿２９００元／年。在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精准识别的１７２１１户贫困户实现
草原管护员“一户一岗”全覆盖，每位草管员每月工资１８００元，年发放工资２．１６万元，单就这项扶贫
措施就能实现贫困户整户脱贫。在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选聘了３１３名生态护林员，覆盖全部
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户获得了就地就业和脱贫机会，每人每年可获得１万元的工资性收入。怒江州
依托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积极发展１０万亩特色林下产业，带动２．９３万户、１０．７７万人增收，人均受
益１０００元。

第二，显著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一系列生态扶贫政策措施，不仅是一项扶贫措施，可以有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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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贫困农牧户增收，而且是一项生态保护措施，可以显著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无论是生态补偿政策，

还是生态公益性岗位，抑或农牧民参与生态保护性工程建设，都可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水平，

显著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生态补偿政策可以激励农牧民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比如农民进行

退耕还林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增加水源涵养功能，牧民进行禁牧和草畜平衡可以让退化草原得以休养

生息。实施农牧民生态公益性岗位，农牧民按照规定进行日常的林业管护和草原管护，履行一系列管

护职责，直接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第三，逐步提升了农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中西部贫困地区，同时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广

泛开展的生态扶贫实践，深化了绿色发展理念，逐渐实现了从“以开发为主”向“以保护为主”转变，当

地农牧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在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先后出台《云南省贡山

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保护管理条例》《独龙江生态保护规划》并编制了《独龙江乡规民约》，就独

龙江流域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开发作了一系列规定，当地积极开展“保护生态，建设美好家园”的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充分体现在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中，

当地农民对生态护林员岗位十分看重，能够从事林业管护工作让贫困农民备感自豪。青海省三江源

称多县，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当地的藏族牧民一直延续了传统的敬畏自然的宗

教观念，崇尚保护自然，积极发展生态畜牧业，促进牧区可持续发展。

第四，有效激发了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生态扶贫措施，不是一项兜底政策，也不是直接的给

钱、给物，可以避免造成贫困户的“救助依赖”和边缘贫困户的“心理失衡”，有效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

生动力。生态补偿政策可以增加贫困农民的转移性支付收入，但这种转移性支付收入是一种有条件

性的转移支付，农牧民为了获得补偿，必须按照规定采取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方式，或实施退耕还

林，或实施禁牧和草畜平衡。农牧民参与生态公益性岗位和参与生态保护工程建设，体现了“以工代

赈”“工作换福利”的思想，他们通过劳动换取福利，可以获得社会的认同，增强幸福感、获得感。通过

实地调研发现，贫困农民非常看重生态护林员这个岗位，他们觉得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能够承

担这份工作他们感到很自豪也很珍惜，并且他们用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到林业生态管护工作中。

第五，带动提高了贫困地区乡村治理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乡村治理的具体内容在不

同地区有不同的体现。中西部深度贫困地区，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域减贫和环境保护是重要

的乡村治理内容，这充分体现在当地农牧民的传统认知、日常生产生活习惯中。以林业管护为例，贡

山县成立专门机构，县级设立了森林资源管护大队、乡（镇）级成立森林资源管护中队、村级成立森林

资源管护小队、村民小组成立管护小组，实行“四级”管理模式，制定管理办法和考核制度。以“森林

资源管护”为治理抓手，构建“网格化”管护机制，可以作为村庄自治组织的有效补充，增强了村庄的

组织力、凝聚力和向心力，营造了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生态扶贫的经验

中国的生态扶贫实践，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激励农牧民“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将区域生态优势转变成为经济优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坚持与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相结合。贫困地区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高度重叠，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能，关系全国

或较大范围区域的生态安全，需要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

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因此，贫困地区推动生态扶贫，需要不断提高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

平。在中国已有的生态扶贫措施中，不论是通过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激励农牧民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生

产生活方式，还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设立生态公益性岗位安排农牧民参与生态管护，抑或通过

组建生态扶贫合作社广泛吸收当地农牧民参与重大生态工程建设，都是在提高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供

给水平，以更好地实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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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坚持与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结合。生态产品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受益的非排他

性，只有让生态产品的价值能够充分实现，才能激励提供生态产品的区域和当地农牧民更好地保护生

态环境。２０１８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
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因此，贫困地区推动生态扶贫，需要积

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就如何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做了很多

创新性的探索。福建省南平市创新建设“森林生态银行”，依托国有林场，以托管、赎买、租赁、合作经

营、抵押担保等方式集聚碎片化的森林资源，提升森林生态承载能力和林业资源价值。重庆市在不同

区县之间建立以“森林覆盖率”为主要指标的横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机制，调动全社会保护发展森林

资源的积极性。

第三，坚持与促进自然资源保值增值相结合。贫困地区农村集体资产构成中，资源性资产相对规

模大，经营性资产不多，贫困农民依赖自然资源发展农业的局面将会长期存在。当前贫困地区存在一

定数量闲置的集体林地、草地、水域、四荒地和撂荒土地，这些自然资源长期闲置，难以体现其应有的

价值。因此，贫困地区推动生态扶贫，需要有效盘活利用闲置的资源资产，促进自然资源保值增值。

贵州、重庆等地积极开展农村“三变”改革，在明晰农村资源资产权属的基础上，推进农村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充分挖掘“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和自然风光价值，因地制宜

发展乡村旅游、特色农业等，有效盘活利用资源资产。

第四，坚持与发展乡村特色生态产业相结合。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做大做强乡村产业是

积极推动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贫困地区通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少数

民族民俗文化，这些为贫困地区发展乡村特色生态产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贫困地区推动

生态扶贫，需要依托和发挥贫困地区生态资源禀赋优势，选择与生态保护紧密结合、市场相对稳定的

特色产业，将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与此同时，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

力，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云南、贵州、陕西、四川等地因地制

宜、积极探索乡村特色生态产业。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发展以草果为

主的林下特色经济，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草果种植户仅草果一项人均收入３０００元以上。
第五，坚持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相结合。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生活富裕要为农民开拓第

三就业空间，让农村在耕地之外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高度重视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和修

复，实施了各类重大生态保护工程，在这些工程措施中蕴含了很多生态就业机会，恰好能够契合贫困

地区贫困家庭中半劳动力、弱劳动力以及家庭“捆绑”劳动力的特征。因此，贫困地区推动生态扶贫，

需要结合生态保护相关措施，为贫困农牧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中国创新开发生态就业模式带动贫

困户脱贫，设置生态公益岗位聘请贫困户参与生态管护，组建生态建设扶贫合作社吸纳贫困户参与生

态工程建设，体现了“以工代赈”“工作换福利”的思想，通过劳动换取福利，以更加积极的形式实施福

利供给，并帮助弱势群体获得社会认同。截至２０１９年底，中国已选聘１００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
生态护林员，已组建２．１万个生态扶贫专业合作社，吸纳１２０万贫困人口参与生态保护工程建设。

第六，坚持与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相结合。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贫困地区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高度重叠，生态保护将是

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贫困地区推动生态扶贫，需要围绕生态保护目标，从治理

内容、治理方式上不断丰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中国的很多地方在推进生态扶贫过程中已经就如何

促进生态保护和乡村治理相结合做了很多创新探索。云南怒江州贡山县建立了县、乡、村、组四级生

态护林员管护体系，该体系不仅实现了生态护林员的有序管理，而且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

建设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实现园区内牧民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一

户一岗全覆盖”，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组织化管护、网络化巡查，生态管护员还在党建、维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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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率先构建“生态管护 ＋基层党建 ＋精准脱贫 ＋
维护稳定＋民族团结＋精神文明”六位一体的工作模式。

五、生态扶贫的未来展望

反贫困具有长期性，２０２０年中国将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会长期存在。２０２０
年后的扶贫工作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相对贫困标准下的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

区域仍将向中西部地区聚集，以西北、西南地区为代表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将是主体。贫困地区和生

态环境脆弱区域高度重叠，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脱贫致富，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

社会效益，将是相对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２０２０年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对贫困地区的政策导向将由生态扶贫迈向生态振兴。

（一）生态振兴的历史机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贫困地区拥有的健康的绿色食品、美丽的自然风光、传统的农耕文明

变得越来越稀缺，这些将是贫困地区推动生态振兴的重要基础。过去，这些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开

发，贫困地区群众难以在保护生态环境中获得应有的收益，在发展理念、基础条件、治理能力、制度支

撑等层面都面临诸多阻碍。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已经完成，乡村振兴正在全面推进实施，随着贫困地区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明显改善、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步健全，中国已经逐步消除贫困地区实施生

态振兴的诸多阻碍，贫困地区全面迈向生态振兴正面临历史机遇。

第一，从发展理念上看，贫困地区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过去，受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发育

程度制约，很多深度贫困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贫困群众靠林“吃”林、轮歇烧荒、刀耕火种、

广种薄收、砍伐薪柴等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大片的原始森林逐年减少于人为的火海和板斧之下，生态

环境遭受破坏，贫困群众却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这是贫困地区开展生态振兴在发展理念上面临的障

碍。现在，通过长期的努力，贫困地区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得到了改进，农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得到了增强，一个个贫困农户，过去是轮歇烧荒，现在是退耕还林，过去是砍柴伐薪，现在是看山护林，从

生态的破坏者向生态的守护者转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已经成为贫困地区农牧民的普遍共识。

第二，从基础条件上看，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过去，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

重不足，生产生活条件落后，这是贫困地区开展生态振兴尤其是发展生态产业在基础条件上面临的阻

碍。现在，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

有卫生室和村医，１０．８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９９％，深度
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９８％。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
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

第三，从治理能力上看，贫困地区乡村治理能力不断提升。过去，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不足，农

民群众整体素质偏低，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基层村组干部和科技人才队伍力量薄弱，带动能力不强，这

是贫困地区开展生态振兴在治理能力上面临的阻碍。现在，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得到了不断的提

升，通过抓党建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通过打造一支思想政治

过硬、业务技能过硬的帮扶工作队伍，补充了基层干部力量；通过强化贫困群众参与项目的机会能力，

有效调动和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协同生态保护和农民增收两大目标，贫困地区正在

不断丰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第四，从制度支撑上看，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步健全。过去，贫困地区绿水青山难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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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金山银山，贫困地区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未能得到有效激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不

明、机制不优，这是贫困地区开展生态振兴在制度支撑上面临的阻碍。现在，贫困地区正在逐步建立

健全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并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实行不同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其中对重点生态功能

区主要强化生态功能保护和提供生态产品能力的考核。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区域、耕地等领域

广泛实施生态补偿制度，激励农牧民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创新开发生态公益岗位制度，

聘请贫困户参与生态管护，激发贫困户依托自身劳动脱贫的内生动力。不断加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

与修复力度，组建生态扶贫合作社，带动贫困农户通过参与生态工程建设获取劳务报酬。与此同时，

贫困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在全面推进，可以有效破解贫困地区农村各类资源要素流动不畅、

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的发展困境，促进贫困地区扶贫资产和自然资源保值增值。

（二）生态振兴的政策取向

在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相对贫困地区推动生态振兴需要紧紧围绕“生态保护”和“乡村

振兴”两大战略目标，强化顶层设计，优化政策措施。

第一，持续深化“生态优先”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

展理念。“两山”理论，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与此同时，

“生态优先”并非“只要生态、不要民生”，更要坚持“以人为本”，避免造成政策执行偏差。要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脱贫致富，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第二，因地制宜拓展生态振兴的多元路径。生态振兴，关键是要创新政策设计，寻找有效路径，激

励农民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自然资源保值增值。各个地方不

仅要严格落实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还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机制等重点领域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而且要更广泛地探索运用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市场化、

多元化补偿。例如，随着生态保护的加强，野生动物在进，人类活动在退，“人兽冲突”日趋频繁，基于

野生动物肇事的生态补偿制度，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亟需建立和完善。各地要利用公益岗位提供更

多就近就地就业机会，在生态护林员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诸如乡村环境保洁员、河道管理地质监测

员、巡边护边员等公益性就业岗位，并做好财政配套支持。各地要依托和发挥生态资源禀赋优势，盘

活利用闲置的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将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第三，不断优化生态振兴的机制设计。生态工程建设、生态补偿政策、生态公益岗位、生态特色产

业、易地生态搬迁等具体的政策措施，在具体实施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未能有效实现生态保护和缓解

贫困的目标协同，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逐步优化机制设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在生态工程建设中，

新组建的生态扶贫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力量薄弱，合作社社员普遍学历不高，存在操作不规范、技术

不到位等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技术培训指导。在生态补偿政策中，政府主导下单一的政策制定

往往难以契合全国各地复杂多样的情形，建议优化生态补偿政策的机制设计，包括做好区域瞄准、做

好对象瞄准、做好保护行为识别、制定差别化的补偿标准、加强监督管理、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等。在生

态公益岗位中，贫困人口布局和管护范围不对等导致不同村组人均管护面积差异显著，应当按照管护

面积，合理配置护林员数量，管护面积较大的村组可以适当吸收边缘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担任生态管护

人员。在生态特色产业中，要处理好发展生态旅游和接待能力、生态保护之间的新型矛盾，做好旅游

规划，进行适度开发；要促进发展生态特色产业与带动贫困农牧户增收相结合，通过入股分红、订单帮

扶、合作经营、劳动就业等多种形式，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在易地生态搬迁中，搬迁只是第一

步，要加大移民搬迁的后续扶持力度，确保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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